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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

刘小禹,  余彩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 本文系统评述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的相关研究文献。首先，梳理了数字技术

（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影响员工情绪的理论视角、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其

次，总结了不同数字技术对员工情绪影响的共性和差异性；分析了员工情绪对数字技术的接受

和使用行为的影响；再次，构建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相互影响的研究框架；最后，从深化工作

中数字技术的使用与员工情绪的相互影响机制研究、拓展研究层次、探索数智时代组织中情绪

管理策略、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情绪管理研究方法中的运用这几个方面阐述了未来可能的研

究方向。本文不仅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有利于深入推进数字技术与员

工情绪的相关研究，也可以为数智时代下培育情绪健康的员工和高效的组织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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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对我国GDP的贡献

率达39.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数字技术是社群、移动、分析、云、物联网技术的组

合，具体应用形式不仅包括传统的信息通讯技术，还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

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技术（Vial，2019）。数字技术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给工作场所的社

会交换、工作设计及组织结构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谢小云等，2021）。例如，2022年我国远程办

公规模达5.4亿，占整体网民的50.6%，远程办公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工作方式（中国互联网信息

中心，2023）；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近700万人在平台催生的40多种新职业里找到了打零工或

全职就业的机会（58同镇，2019）。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医疗机器人、智能投资顾问、智能

客服等职场“新物种”层出不穷（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2020）。当以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

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日益成为数字化进程的关键部分，组织也开始从基于信息通信和数字计算

的数字化变革迈入数字化和智能化相互融合的变革阶段，即数智时代（陈剑和刘运辉，202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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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学等，2021）。
数字技术在为组织赋能的同时，也为组织中的情绪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

算法、大数据在组织中的快速普及带来了工作技术过载、算法管理下的社交孤立、角色边界模

糊导致的情绪衰竭、自动化技术导致的工作不安全感等新的情绪管理难题（Johnson等，2020）。
例如，在美团“超脑”和饿了么“方舟”精密的算法控制下，零工工作者会出现情绪衰竭和情绪失

范，甚至由于情绪崩溃导致交通事故和恶性伤人事件；零工工作环境还可能使员工失去意义参

考和群体归属，陷入自我身份认知的迷茫不安（刘善仕等，2021）；远程办公在提供弹性工作制

的同时，也增加了员工的隔离感和孤独感，虚拟沟通方式也使员工之间缺乏面对面的情感交

流，导致人际关系疏远、缺乏认同感与信任（张志学等，2021）；人工智能引发的算法歧视、技术

伦理、道德风险、自主性威胁等问题，可能导致员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抗拒情绪，进而诱发消极

的组织结果（罗文豪等，2022）。此外，随着数字技术向传统人类工作领域的不断渗透，情绪作为

数字技术尚难以有效模仿和替代的人类能力，成为数智时代人类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核心

（Huang等，2019），与沟通互动和情感交换相关的工作岗位将出现大量的劳动力缺口（张志学

等，2021）。Huang等（2019）基于2006~2016年O*NET职业调查数据预测，随着AI技术的发展，

2036年情感经济（feeling economy）可能全面取代目前的思维经济（thinking economy），从事情

感性工作的薪酬总和将超过从事思考和机械工作的薪酬总和，大多数工作的性质都将以情感

为导向。例如，带货主播就是通过刺激直播间观众的情绪反应和不断的情感互动推动购买行为

的落地（Lin等，2021）。因此，随着数字技术在工作场所的深度应用，人与技术逐渐形成紧密的

联合体（张志学等，2021），为了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在提升管理和生产效能方面的积极作用，不

仅要增强员工对数字技术的情感适应性，还需关注数智时代员工情感能力的提升以及人的情

感能力与机器智能的协同作用。

虽然工作中数字技术的使用与员工情绪相互影响的研究正在逐渐增加，但相关研究呈现

碎片化的特点，缺乏对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的整体把握，尽管相关领域已有研究开始关注

微观层面的员工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如：谢小云等，2021；Wang等，2020a），但仍然缺乏基于情

绪视角的系统回顾和总结。因此，本文系统回顾了工作中数字技术的使用与员工情绪相互影响

的研究进展。我们主要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SCI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组织中常

见的数字技术和员工情绪管理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在仔细查阅、筛选和补充后共获得中英

文文献165篇。通过系统编码和梳理发现，数字技术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信息通信

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和算法

技术①三个方面。本文进而总结了数字技术（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影响情绪的

理论视角、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辨析了不同数字技术对员工情绪影响的共性和差异性，同时

分析了员工情绪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和使用行为的影响，构建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相互影响

的整合研究框架，最后，本文提出深化工作中数字技术的使用与员工情绪的相互影响机制研

究、拓展研究层次、探索数智时代组织中员工情绪管理策略、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员工情绪管

理研究方法中的运用等针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贡献是：在理论方面，构建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相互影响的整合研究框架，

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潜在的研究方向，有助于鼓励更多学者关注和开展相关研究，拓展数智时代

的情绪管理理论；在实践方面，初步回应了数智时代组织中员工情绪管理的挑战和困境，从而

为实现工作场所高质量的人—技术交互，帮助员工以积极的情绪状态适应数字技术在工作中

 ①Glikson和Woolley（2020）将工作场所的AI划分为机器人AI（robot AI）、虚拟AI（virtual AI）和嵌入型AI（embedded AI）。本文将机器人
AI和虚拟AI作为智能体统一论述，并以AI代称。对于嵌入型AI，现有研究主要探究了不同类型的算法技术应用对员工情绪造成的影响，因而
将算法对员工情绪的影响做单独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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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促进更加健康和高效的工作氛围提供借鉴。

 二、  工作中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信息通信技术（ICT）是指任何有能力收集、存储或发送信息的电子设备或技术（Day等，

2012）。工作场所中常见的ICT包括智能手机、电子邮件、在线会议平台（如腾讯会议、Zoom）、在

线办公软件（如钉钉、飞书、腾讯文档、Google Docs）等。ICT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通过

对工作方式的重塑影响员工的认知与行为（Wang等，2020a）。由于ICT技术较早在工作场所中

使用，其对情绪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

（一）理论视角

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阐释ICT技术对员工情绪的影响机制。基于情感事件理

论，ICT使用作为一种情感性事件，影响员工的情感反应，并间接导致情感或态度驱动的行为

（Butts等，2015；Sonnentag等，2018）；基于情绪评价理论，员工通过对ICT是机会还是威胁、对技

术有无掌控力的两级评价产生四种情绪，即成就情绪（如幸福、满意）、挑战情绪（如兴奋、期

望）、失落情绪（如生气、失望）和威慑情绪（如焦虑、恐惧）（Beaudry和Pinsonneault，2010）；基于

资源保存理论和边界理论，在跨越工作与家庭边界时ICT使用会消耗情绪资源，造成情绪衰竭

（Xie等，2018；Derks等，2021）。
（二）工作中ICT的使用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研究发现，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使用与工作相关的ICT（研究也称为W_ICTs或digital
connectivity，DCON）会导致员工的情绪衰竭、生气、焦虑、失眠、难以从工作中抽身等消极情绪

（潘清泉和韦慧民，2017；Xie等，2018；Butts等，2015；Park等，2020；Ren等，2023）。组织对ICT使
用的态度也会进一步加剧员工的消极情绪，Piszczek（2017）研究发现，组织在非工作时间的

ICT使用期望会导致员工的情绪衰竭；Becker等（2021）研究发现，组织的电子邮件监控会引发

员工的焦虑情绪。

在工作时间使用私人ICT也会对情绪造成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时间使用私人ICT或
接受网络消息会使员工产生“中断感”（interruption），即员工的注意力被从当前正在进行的工

作中分散，进而导致员工的情绪衰竭（Sonnentag等，2018；Derks等，2021）。同时，员工还会因为

“害怕错过”（fear of missing out）社交信息而主动在工作中频繁查看社交媒体（Przybylski等，

2013），造成工作中断、干扰和拖延，进而产生内疚、焦虑等情绪（Wang等，2023）。总的来说，以

往研究大多聚焦于ICT对员工情绪的消极影响，对于ICT是否以及如何激发员工的积极情绪关

注较少。

（三）不同ICT使用对情绪影响的差异

由于不同ICT社会临场感的差异性，情绪传递的效果不同。社会临场感是指媒体环境中某

一个体和另一个体共同存在的感觉，是媒介的固有属性，不同媒介有相对稳定的社会临场感

（Short等，1976）。在沟通过程中，传递更多资讯且同步性更高的媒介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临场

感，沟通中的情绪更丰富、更真实，情绪的传递效果更佳（Short等，1976）。研究表明，沟通媒介

中视频、音频和文本的社会临场感依次降低，因此在工作场所的虚拟沟通中，社会临场感最高

的是视频通话、视频会议，其次是电话、语音，最后是电子邮件，它们的情绪传递效果依次变差，

虽然即时消息高度依赖于语言线索，但由于同步性较强，社会临场感高于电子邮件但低于电

话、语音（Ishii和Markman，2016；Brodsky，2021）。
对于社会临场感较低的ICT，如邮件、短信、即时消息等，员工可以通过语言线索传递快

乐、悲伤、愤怒等情绪，进而影响接收者的行为方式（Cheshin等，2011）。比如，在组织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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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沟通中，消极的情感语气或网络不文明行为会抑制员工的积极情绪、导致消极情绪（Butts
等，2015；Park等，2020；Zhou等，202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非言语线索，尤其是视觉情感符号

（emoji）的广泛运用，以emoji为载体的组织内部情绪的人际效应开始受到关注。Luor等（2010）
研究发现，积极的表情符号在复杂的沟通（如协商和协调）中以及对女性员工的简单沟通（如打

招呼）中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比如在正式的工作场景中，使用虚拟微笑表

情不会增加对热情的感知，但会削弱对能力的感知，进一步减少信息共享（Glikson等，2018）。
除了语境因素外，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社交平台、emoji在传递信息中的位置等诸多因素也会

影响发送者的情感表达和接受者的情感感知（武瑞娟等，2021；靳宇倡等，2022）。
此外，基于ICT传递的情绪有时容易被误解，接收方会将原本传达积极情绪的信息错误意

会为传达中立情绪，而进一步恶化传达的中立或消极情绪（Byron，2008）。这使得相较于面对面

互动，ICT互动的满意度和沟通效率更低（Holtzman等，2017）。尽管如此，由于基于ICT的情绪

传染依托于技术客体，因而员工可以通过修改、屏蔽、过滤特定信息或直接关闭ICT的方式阻

止消极情绪在团队中进一步扩散，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消极影响（Wang等，2020b）。
（四）工作中ICT使用对员工情绪影响的边界条件

以往研究大多跨越工作—非工作边界考察ICT对员工情绪的影响，发现员工的边界控制

（boundary control）、边界偏好（boundary preferences）、工作—家庭平衡会调节非工作时间

ICT使用对员工情绪的影响效果，即当员工更倾向于将工作—非工作进行分割或边界控制水

平更低时，W_ICTs对员工情绪有消极影响；反之，若员工能将工作与家庭很好地平衡时，则W_ICTs
造成的消极影响不明显（潘清泉和韦慧民，2017；Xie等，2018；Piszczek，2017；Butts等，2015；
Park等，2020）。在工作时间使用ICT时，尽管员工会有“中断感”，但当员工将注意力转移到新接

受的消息并妥善处理时，员工会获得任务顺利完成的满足感，进而激发员工的积极情绪

（Sonnentag等，2018）。 此外，“工作狂”社会文化（Fujimoto等，2016）、较短的ICT使用时间和积

极的使用内容（Butts等，2015）、较高的手机依附程度（Ragsdale和Hoover，2016）等也被证明会

调节工作或非工作时间ICT使用对员工情绪的影响。但受到样本文化差异的影响，以往研究曾

出现过研究结论不一致的情况（Fujimoto等，2016），目前仍缺少基于不同的文化情境的比较

研究。

 三、  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一）理论视角

现有研究经常基于心智认知理论（theories of mind perception）来探索人工智能对员工认知

和情感的影响。心智认知理论认为，人的心智认知由机能（agency）和感知（experience）构成，机

能是指理性地思考、计划和行动的能力，代表功能性维度；感知是指感受他人情绪或产生难过、

快乐等情绪的能力，代表情感性维度，人们通常通过对对方能力和感知两个维度的评价产生情

绪（Gray等，2007）。由于AI的主体性，员工会无意识地将AI视作社会行为者，对AI的机能和感

知进行评价，进而影响员工的情绪（Shank等，2019）。
（二）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员工情绪的消极影响

从机能的评价角度，AI作为同事或团队成员时，员工会与AI进行社会比较，高机能的AI会
打击员工的自尊心，导致员工的自卑，害怕工作被AI取代，降低情绪稳定性进而引发员工的压

力、挫折、愤怒、不适等消极情绪（Savela等，2020；Spatola和Normand，2021）。而对于低机能的

AI，由于容易出现技术故障或未按照程序设定的规则运行，会招致用户的不满情绪（Filieri等，

2022）。例如，位于东京的世界第一家AI服务酒店——Hennna Strange Hotel就因为频繁出现技
 

悲欣交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
137



术故障遭到了顾客的大量投诉。因此，当服务员工与AI合作时，员工会经历更多的挫折和愤

怒，也不得不从事更多的情绪劳动，加剧了员工的情绪衰竭（Groth等，2019）。此外，从感知的评

价角度，目前在工作场所中常见的AI都是低感知的，即AI具有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可以完成

程序设定的工作或服务，但情感感知能力较低，很难与人产生情感共鸣，无法激发员工的积极

情绪（Yam等，2021）。
（三）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员工情绪的积极影响

从机能的评价角度，高机能的AI 有较强的问题诊断和解决能力、较快的响应速度、较高的

易用性（Yoon和Lee，2019），能增强认同感和使用倾向，促进使用者的积极情绪（Pantano和
Scarpi，2022）。从感知的评价角度，由于人们对于非人类主体（如机器、动物、植物）的情感感知

水平较低（Gray等，2007），这使得低感知的AI在特定场景中能缓解人的消极情绪。研究发现，

工作场所中AI的引入增加了员工对人类身份的认同感，因而缓解了对外部群体（如不同的种

族、宗教、移民、性取向）的焦虑情绪，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和紧张关系（Jackson等，2020）；在服务

机器人与顾客互动的场景中，由于机器人不具备同理心、道德和社会评判能力，服务机器人会

减弱在遭遇尴尬情境时顾客的尴尬情绪（Pitardi等，2022）；相较于人类，当AI或机器人作为咨

询师会减少员工作为被评估者对评估者天然的心理抵触和厌恶（Desideri等，2019）。
随着技术的进步，高感知的AI开始出现，具备共情智能和多感官交互的AI能够准确识别、

理解、应对甚至影响人类的情绪，缩短人与机器间的心理距离并增加信任，如拥有情绪识别技

术的Pepper机器人、Affectiva公司的情感识别软件、Replika聊天机器人（Lv等，2022；Huang和
Rust，2018）。研究发现，当AI能理解员工的情绪并做出反应，表现出较高的共情能力，并能够为

员工或顾客提供情感性支持时，AI就更容易与顾客或员工建立紧密、稳定的关系，这不仅能提

高员工或顾客对AI的持续使用意愿，还能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顾客的服务满意度、消费

意向等（Han等，2022；Song等，2022）。
（四）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员工情绪影响的边界条件

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员工情绪影响的边界条件包括AI的拟人化程度、AI的拟人性别、员工

个体特征等。AI的拟人化会影响员工对AI的认知，相比于不具备类人型外观的工业型机器人，

员工对于更具人格特征的AI更容易产生情感认同，对于其工作或服务失败的容忍度更高，这

有助于缓解员工的消极情绪（Yam等，2021）。对于同样人格特征的机器人，女性机器人具有

温暖、含蓄、微妙的人性尺度，比男性机器人表现的感情更为充沛，更容易被使用者接受

（Borau等，2021）。但需注意的是，适度的类人型可以激发人的移情作用，增加人机交互时的好

感，而外形的过度人格化则会造成“恐怖谷”（uncanny valley）效应。根据恐怖谷理论（Mori等，

2012），AI的外观和行为跟人类越接近，人们越容易产生积极情绪；但当正面情绪到达一个峰

值之后，随着相似度的提高，人们会对AI产生恐怖的感觉，形成所谓的“恐怖谷”；当相似度持续

上升到与人类更为接近的程度时，人们对AI又会重新产生积极情绪（Glikson和Woolley，
2020）。

AI对员工情绪的影响还受到员工个体特征的影响。STARA意识是员工对智能技术、人工

智能、机器人、算法如何影响职业前景的悲观看法（Brougham和Haar，2018）。高STARA意识意

味着对技术较低的包容度和对职业前景更悲观的估计，会削弱员工的组织承诺和职业满意度，

增强工作不安全感与离职倾向，进而滋生愤世嫉俗、抑郁、悲观等消极情绪（Brougham和Haar，
2018；Lingmont和Alexiou，2020）。此外，当员工对机器人的拟人化认同程度更高，主动赋予机

器人更多人格化想象时，会更容易对机器人产生情感认同，包容机器人在工作中的失误，满意

度也更高（Yam等，2021）。Crolic等（2022）研究发现，当顾客带着愤怒的情绪和社交机器人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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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AI拟人化对用户的积极影响则会消失。因此，当员工对AI有更积极的态度、采取更合理的

使用策略、拥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时，能更好地和机器人相处，能促进积极情绪（Savela
等，2020）。

 四、  算法技术的使用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算法（algorithm）是一种计算公式，无须明确的人工干预即可根据统计模型或决策规则自

主做出决策，通过一系列指令，控制计算机根据精确的步骤和规则来完成特定任务（Eurofound，
2018）。算法在组织中主要有描述性算法、控制性算法和决策性算法三种应用场景。描述性算法

旨在解释变量的分布和变量间的关联，提供客观的统计数据为管理者提供参考，帮助管理者分

析现状并预测未来（Leicht-Deobald等，2019）。控制性算法是一种劳动过程的控制系统，其中具

有自我学习能力的算法被赋予制定、执行和影响劳动决策的责任，限制人对劳动过程的参与和

监督，利用平台上个人数据所生成的算法，取代传统需要员工参与的任务和过程（Duggan等，

2020；刘善仕等，2022）。决策性算法从管理者的决策职能出发，基于算法庞大的信息处理能力

和高度理性，通过大数据驱动组织内外部信息的集成来协助复杂问题的解决，帮助管理者优化

决策环境（刘善仕等，2021）。情绪是探究算法对员工影响的重要视角之一（刘善仕等，2022），下
文分别梳理三种算法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一）理论视角

现有研究多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来解释算法技术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机制。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为了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算法管理强化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削弱了

员工的工作自主性，进一步提高了员工情绪衰竭和身份紧张的风险（刘善仕等，2021）。根据工

作要求—资源模型，算法管理需要员工在工作中持续付出情感努力，进而影响他们的工作动

机、幸福感知和工作绩效（Parent-Rocheleau和Parker，2022）。
（二）描述性算法与员工情绪

随着工作场所非干扰数据源（如HR数据、社交留存、业务操作与工作流程数据、文本数据、

声音和视频）的不断丰富，描述性算法通过对它们的集成分析，帮助组织识别和预测员工和顾

客的情绪（Leicht-Deobald等，2019）。基于描述性算法的AI情绪识别技术，先通过传感器或通信

监控等途径（如AI面部识别），收集员工在自然状态下的情绪数据，再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建立

情绪预测模型，从而实现情绪的自动化识别（胡心约等，2022）。通过对员工情绪的识别与监控，

组织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避免由消极情绪导致的负面甚至恶性工作事件（刘善仕

等，2022）。
（三）控制性算法与员工情绪

现有研究已经发现控制性算法对员工情绪的消极影响（刘善仕等，2022）。由于算法系统的

相对封闭，算法控制下的员工对于工作的自主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对于任务分配、奖惩规则、工

作设计没有发言权，感觉时刻被组织剥削，导致工作士气低落、缺乏幸福感（Duggan等，2020）。
此外，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工作要求更高、压力更大的工作情境，员工会

自主选择不断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导致过量工作、过度疲劳、睡眠剥夺、情绪衰竭，严

重威胁身心健康（Wood等，2019；刘善仕等，2022）。算法系统还将工作者从传统的工作场所剥

离，将其置于高风险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同时又严格控制劳动过程，不仅导致社交孤立的孤独

感，还使员工产生角色认知模糊，进而表现出身份紧张感（刘善仕等，2021）。此外，员工在全面、

封闭和持久算法监控下，个人隐私被侵扰和利用的威胁会消耗大量的心理资源，长期的自我损

耗状态会导致对算法系统的担忧、焦虑甚至恐惧，排斥算法系统的管理并萌生退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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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ands，2021；刘善仕等，2022）。Kellogg等（2020）详细分析了算法的控制机制，认为算法对

员工的控制机制主要有算法指导、算法评估、算法奖惩三个阶段：在算法指导阶段，员工会因难

以准确理解算法推送的指令和建议而感到沮丧；在算法评估阶段，算法对员工数据的收集使员

工感觉隐私被侵犯，进而滋生不安全感和对身心健康的担忧，算法评估中潜在的歧视也会导致

员工的消极情绪；算法奖惩阶段，奖惩系统的不透明且响应迅速，劳动报酬的不透明和不明确

会招致员工的怀疑、沮丧和额外的心理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零工工作者被算法系统压榨、

疲于奔命的报道广受关注，但美团在针对11.8万名骑手的调查中发现，30%以上的骑手月收入

五千元以上，43%的骑手对工作表示满意，52%的骑手对职业发展充满信心（美团研究院，

2018）。这说明控制性算法并非只会对工作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消极影响，同样可以激发员工的

积极情绪，但现有研究对于控制性算法对员工积极情绪的关注较少。

在算法管理的劳动过程中，零工工作者与消费者互动时的情绪劳动也值得关注。比如

Uber和滴滴出行的司机在服务过程中要求面带微笑，而零工工作者的情绪劳动的成果最终也

会反映到评级系统中工作者的声誉分数、排名等指标上（Gandini，2019）。对于涉及情绪劳动的

工作任务，需要依赖于人类直觉、同理心来处理复杂的情感规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算法逻辑

不兼容，算法管理的控制系统对情绪劳动过程掌控力度有限，因而对于情绪劳动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成为工作者自主权的重要来源（Terry等，2022）。由于算法控制对员工情绪的消极影响，算

法管理遭遇来自员工个体或群体阻力，乃至产生偏差行为（Kellogg等，2020；魏昕等，2021）。员
工通过违背算法指定的工作规则、对算法评价机制的逆向加工、绕过平台或更改算法等级直接

与客户协商等方式，不仅可以取得系统中更优异的绩效评分，还能极大地缓解算法控制对情绪

的消极影响。在群体层面，数字技术催生了全新的集体行动方式，员工可以通过在线论坛与平

台进行沟通，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反向监视或监督雇主，还可以通过在线论坛与平台搜索和

获取信息、发表观点、沟通交流，排解消极情绪（Kellogg等，2020）。控制性算法中的情绪管理总结如

表1所示。
 
 

表 1    控制性算法中的情绪管理

阶段 指导 评估 奖惩
控制机制 建议约束 记录评级 替代奖励

工作者情感 沮丧、士气低落、情绪衰竭 身份紧张、不安全感、对身心健康的焦虑 失望、沮丧和心理压力
工作者策略 情绪劳动、违背规则 逆向加工、直接沟通 反向监督、在线交流

 

目前，控制性算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零工工作者，算法对其他类型工作者的影响被忽视。

随着员工对抖音、今日头条、快手、微视等基于算法推荐软件的过度使用，员工满足且沉溺于当

下的信息和内容，由此引发的网络闲散、算法依赖等现象对员工情绪的消极影响仍未得到足够

关注。

（四）决策性算法与员工情绪

决策性算法对员工情绪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机械式任务（如计划、监督、奖惩）中，当算法

决策作为计划工具时，因其决策的公平性和可信度能够引发员工的积极情绪（Kellogg等，

2020；Lee，2018）；当算法决策作为监督和奖惩工具时，可以有效减少员工对潜在负面评价的担

忧，满足自主的心理需求，激发员工内部动机和积极情绪（Raveendhran和Fast，2021；Lee，
2018）。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算法决策和管理者决策同样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情绪，但不同之处

在于算法决策的公平性和可信度来源于算法本身的客观性和高效率，而管理者的公平性和可

信度则来源于管理者的权威和社会认可度（Lee，2018）。因此，若管理者丧失公平性和可信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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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损害了组织公平，员工会认为算法决策比领导决策更公平，从而更少展现出消极情绪和行为

（魏昕等，2021；蒋路远等，2022）。比如对于遭受过人类决策偏见和招聘歧视的员工，认为算法

决策有更强的人情味和表现机会（Kaibel等，2019）。而在强调人性化的工作任务中，当算法决

策作为招聘和绩效考核工具时，由于其不具备人的直觉、感性和主观判断能力，因而决策过程

缺乏人性化体验，决策结果有更低的人情味和善意，员工感知算法决策的公平性和可信度较

低，导致出现消极情绪（Lee，2018；裴嘉良等，2021b；蒋路远等，2022）。
（五）算法技术对员工情绪影响的边界条件

算法对员工情绪的影响会受到员工、组织和算法技术特征的调节。在员工特征方面，员工

的职业类型和专业知识会影响员工在面对算法技术时的情绪感知，全职员工会将控制性算法

评价为挑战性压力源，继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裴嘉良等，2021a）。当员工不具有决策领域

内的专业知识时，也会对算法持有积极的态度和情绪，更倾向于采纳算法的建议而非人的建议

（Logg等，2019）。在组织特征方面，组织决策类型和组织包容氛围会调节算法对员工情绪的影

响。当面临不利决策时，员工认为算法决策比领导决策更加公平（魏昕等，2021）。员工感知到的

组织包容性氛围越高，决策性算法对程序公平感知的负面影响更不明显（刘善仕等，2021），员
工的公平感知进一步激发积极情绪的产生。在算法特征方面，算法的透明性和应用范围也会影

响员工对算法的情感反应。算法透明性涉及算法系统为什么以及怎样使用的解释（Brown等，

2021）。Pachidi等（2021）发现算法建议的不可解释性导致电信销售人员在获得算法建议之后感

到沮丧。而当算法应用于人性化工作任务中，算法决策会被认为比人类决策更不公平，更不可

信，并导致更多的消极情绪（Lee，2018）。

 五、  不同数字技术影响员工情绪的异同

通过梳理总结工作中数字技术的使用对员工情绪影响的相关研究，本文发现，不同数字技

术（ICT、AI和算法）对员工情绪的影响存在共性和差异性。总结如下：

（一）共性

1. 理论逻辑

目前，ICT影响员工情绪的研究较多，主要原因是ICT在组织中应用的时间早于AI、算法等

技术，研究方法较为成熟，但近几年AI和算法技术对员工情绪的影响正在逐年增多，并成为当

前的研究热点。ICT使用对情绪的研究成果值得AI和算法技术的研究借鉴。例如，根据情绪评

价理论，研究发现员工通过对ICT技术是机会还是威胁，对技术有无掌控力的两级评价可能产

生成就、挑战、失落和威慑四种情绪（Beaudry和Pinsonneault，2010），这一理论逻辑同样适用于

AI和算法技术对员工离散情绪的研究。ICT对员工情绪的影响研究中的情感事件理论也可以

应用在AI和算法技术的研究中。ICT、AI和算法技术的引入均可以作为一种情感性事件，通过

员工情感反应的变化进而导致相应的行为（Sonnentag等，2018）。
2.“悲欣交集”效应

ICT、AI和算法技术均存在“悲欣交集”效应，既可能促使员工产生积极情绪，又可能导致

员工出现消极情绪。比如，使用社会临场感较高的社交媒体进行沟通时，员工能感知到更丰富、

更真实的情绪（Short等，1976），但同时，社交媒体沟通中的信息过载也可能显著影响个体的情

绪耗竭（Sheng等，2023）。对于人工智能，高机能的AI可以促进使用者的积极情绪（Pantano和
Scarp，2022），但也可能引发员工的焦虑、恐惧等不适情绪（Glikson和Woolley，2020；Spatola和
Normand，2021）。算法技术一方面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情绪（Raveendhran和Fast，2021），另一

方面却可能导致员工紧张、担忧甚至恐惧（Newlands，2021；刘善仕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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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边界条件特征

ICT、AI和算法技术影响员工情绪的边界条件皆可以归纳为员工特征、组织特征和数字技

术特征三类。例如，边界控制水平更高、STARA意识越低的全职员工在面对数字技术时，有更

强的包容性，容易产生积极认知和情绪（Piszczek，2017；Brougham和Haar，2018；裴嘉良等，

2021a）。在组织特征方面，“工作狂”社会文化、组织包容氛围等会调节数字技术对员工情绪的

影响（Fujimoto等，2016；刘善仕等，2021）。当数字技术呈现不同的特征——ICT的使用内容越

消极、AI的拟人化程度越低、算法越不透明等，员工对数字技术的容忍度更低，更可能感知到

沮丧等消极情绪（Sarsenbayera等，2020；Yam等，2021；Pachidi等，2021）。
（二）差异性

1. 数字技术内容

ICT、AI和算法三种不同的数字技术涵盖的内容不同。ICT使用对情绪的影响研究主要考

察ICT的使用时间，如工作时间使用ICT和非工作时间使用ICT对情绪的影响（Derks等，2021；
Ren等，2023），以及ICT的不同形式如视频、音频和文本所带来的不同情绪传递效果（Brodsky，
2021）。AI的使用对情绪的影响研究主要考察机器人AI和虚拟AI对员工情绪的作用效果

（Pitardi等，2022；Huang等，2023）。算法技术的使用对情绪的影响主要分为描述性算法、控制性

算法和决策性算法如何影响员工情绪（Leicht-Deobald等，2019；Duggan等，2020；Lee，2018）。
2.独特影响机制

由于ICT、AI和算法的技术特征和形式并不相同，对员工情绪的影响分别具有独特的影响

机制。首先，ICT技术主要通过中断感和社会临场感来影响员工情绪。中断感对应ICT的使用时

间，当员工在工作时间使用ICT，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即中断感，进而产生内疚、焦虑等情绪

（Przybylski等，2013；Wang等，2023）。社会临场感对应ICT的不同形式，视频、音频和文本可能

带来高或低的社会临场感，随之引起不同的情绪传递效果（Short等，1976；Ishii和Markman，
2016）。其次，对于人工智能，员工主要从机能和感知两个方面进行评价，通过认同感和信任度

的改变进而影响自身情绪。高机能的AI既可能打击员工的自尊心，导致员工的自卑，也可能由

于较强的问题诊断和解决能力、较快的响应速度和较高的易用性而获得员工的认同，继而产生

积极或消极情绪（Savela等，2020；Pantano和Scarpi，2022）。低感知的AI一方面难以与人产生共

鸣，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员工对人类身份的认同感，进一步激发或抑制员工的消极情绪（Yam等，

2021；Jackson等，2020）。最后，算法技术主要影响员工的自主性和公平感进而影响他们的积极

或消极情绪。控制性算法削弱了员工的自主性，导致工作士气低落（Duggan等，2020），但也可

能增加自主性，帮助员工排解消极情绪（Kellogg等，2020；Terry等，2022）。当算法用于决策时，

其本身的客观性和高效率促进员工产生公平感和可信度，随之产生积极情绪（Kellogg等，

2020）。但由于算法不具备人的直觉、感性和主观判断能力，决策结果缺乏人情味和善意，又会

降低员工感知到的公平性和可信度，导致员工的消极情绪（Lee，2018；蒋路远等，2022）。
总的来说，目前聚焦于工作场所中ICT对情绪的影响的研究较多，对AI、机器人、算法等数

字技术对员工情绪影响的研究仍较为匮乏，也缺乏基于工作场景并以员工为特定对象的针对

性研究。而现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更多导致员工的消极情绪，尽管这也反映了在数智时代组织

可能面临的情绪管理危机，值得重视并亟待进一步研究，而关于数字技术如何激发员工的积极

情绪关注不足，工作场所的数字技术如何使员工感到愉悦、快乐、幸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Raisch和Krakowski（2021）认为减少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情绪负面影响的关键在于构建自动化

和增强技术的良性循环，推动自动化技术普及的同时以增强技术赋能人类，将机器理性与人类

感性相结合，两者相互适应和学习，通过技术集成实现两种应用无法单独实现的效果。但如何
 

14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6卷第6期）



使数字技术的理性与人类感性更好地结合？组织和领导如何通过缓解消极情绪、激发积极情绪

的方式，构建和优化数智时代人机和谐共生的新范式？以上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

 六、  组织中的情绪对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

以往研究多是从认知角度来解释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因素，诸如技术接受模型、技术接受

与使用的统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然而，影响数字技术使用的因素是复杂

的，光靠认知模型不能完整捕获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而情绪会影响员工对技术的思考、决策

和行动，因此情绪在影响数字技术的使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Beaudry和Pinsonneault，
2010）。但由于情绪对数字技术使用影响的研究相对比较少，本研究不再区分数字技术的类型，

主要探讨相关的两类研究，分别是情绪影响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和使用行为。

（一）情绪影响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

Davis（1989）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在情绪影响数字技

术接受程度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TAM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研究用户对信息系统的

接受和使用程度，认为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通过影响用户的态度最终决定他们的

使用行为，而决定技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外部变量包括技术特征、用户特征、任务特

征等（Davis，1989）。基于TAM，情绪是用户的个体特征，属于TAM模型中的外部变量，即情绪

可以通过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影响技术接受和使用行为。Venkatesh（2000）基于

TAM发现，对计算机使用的焦虑情绪负向影响感知易用性，进而抑制数字技术接受，享乐情绪

促进数字技术接受；Khasawneh（2018）基于TAM发现，对技术的恐惧情绪削弱技术接受度，高

情绪智力增强技术接受度。Gerli等（2022）基于TAM发现，恐惧和恼怒等消极情绪，导致员工产

生对新技术的怀疑和保守倾向；反之，积极情绪帮助员工形成对新技术开放和好奇的态度。除

经典的TAM外，还有研究从其他理论视角对情绪影响数字技术接受的过程进行了刻画。例如，

Gursoy等（2019）基于认知评价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提出了AI的设备接受模型。该模型指出，

对AI设备接受的评价分为三个阶段：初级评价的参考因素是社会影响、享乐动机、拟人化，体

现了客户对AI设备重要性和相关性的评价；次级评价是由初级评价决定的绩效期望、努力期

望以及期望导致的情绪，体现客户对AI设备感知收益和成本的评估及情绪；结果阶段决定是

否接受AI设备（Gursoy等，2019）。总体而言，在情绪影响数字技术接受方面的研究多发现，消极

情绪（例如，焦虑、恐惧、生气、沮丧）对技术接受的消极影响以及积极情绪（例如，享乐、幸福感、

兴奋、快乐）对技术接受的积极影响（Beaudry和Pinsonneault，2010）。
（二）情绪影响数字技术的使用行为

目前情绪影响数字技术使用行为的研究多聚焦于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技术滥用等

现象。研究发现，员工的愤怒、悲伤、恐惧情绪会导致对同事的网络欺凌（Liu等，2022；Zhou等，

2022）；而积极情绪可以有效抑制工作场所的网络欺凌（Hong等，2014）。此外，数字技术在组织

中的普及导致了技术滥用问题，这部分归咎于员工在消极情绪支配下产生的不文明、不理智的

行为倾向。例如，研究发现，焦虑、敏感、抑郁的情绪会导致智能手机的错误使用（Elhai等，

2018）；Busch和McCarthy（2021）认为生气、焦虑、敏感、抑郁、沮丧、敌意等消极情绪会导致智

能手机滥用。而Nasaescu等（2018）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情感能力可以有效减少技术滥用。另

外，员工消极情绪会增加人机交互中的光标移动距离并减少光标移动速度，通过检测光标移动

的距离和速度可以推测用户的情绪状态（Hibbeln等，2017），从而可以监视员工的情绪变化。

综上所述，组织中的情绪对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目前大多

数研究并未以工作场所为特定研究情境，更多以一般的员工个体为研究对象，仅有少量实地研
 

悲欣交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
143



究以企业员工为样本（Khasawneh，2018；Venkatesh，2000），针对员工情绪的专门研究还较为匮

乏，尚未揭示员工情绪对工作场所数字技术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等关键问题。第二，仅

有的研究多聚焦于员工个体情绪对于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而缺乏团队/群体层面的情绪对于

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的研究，而团队/群体层面的情绪，例如团队情绪氛围，也可能会对员工的

数字技术接受和使用产生影响。第三，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消极情绪导致的技术滥用、网络欺凌、

网络闲散等负面行为，而关于积极情绪如何改善员工数字技术使用行为，消极情绪如何削弱员

工的数字技术使用效率和效果，数字技术激发的员工情绪如何进一步塑造技术使用行为等问

题还有待深入挖掘。第四，现有研究主要在适应性结构化理论视角下，关注情绪对ICT使用行

为的影响，但先进的智能技术具有主体性和施行性（Leonardi，2011），它们不仅能自主地思考、

学习和行动，甚至还能主动与人进行交互，这对适应性结构化理论发出了挑战，关于员工情绪

是否能影响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如何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等问题亟待讨论。上述不足不仅阻碍了

员工情绪对数字技术影响研究的推进，同时也不利于管理实践者从情绪管理的角度优化工作

场所的数字技术使用行为。

最后，本文在梳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相

互影响的整合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七、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2000—2022年间发表于管理学、心理学、管理信息系统领域期刊的165篇文献进行

系统梳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ICT、AI和算法对情绪的影响既存在共性，也具有差异性。

总体来看，工作中数字技术的使用给员工带来悲欣交集、苦乐参半的情感体验。在组织应用较

早的ICT对情绪影响的研究比较丰富，AI和算法的相关研究可以从中借鉴。第二，情绪对数字

技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员工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方面，通常积极情绪有利于技术的接受

和使用，而消极情绪则会导致对技术的抗拒和滥用问题。第三，目前研究发现ICT、AI和算法对

情绪影响的边界条件主要体现在员工特征、组织特征和数字技术特征三个方面。第四，与我国

如火如荼的数字化管理实践相比，基于中国情境的工作中数字技术使用与情绪的相互影响机

制的研究却相对沉寂，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来源于西方。鉴于此，亟待开展我国相关问题的研究，

为我国开拓本土的情绪理论积累更多证据，启发未来中西方关于组织中数字技术使用与情绪

的相互影响机制及结果的对比研究，形成中国本土的组织中的情绪管理理论，也为我国在数智

时代培育情绪健康和高效的组织，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供对策建议。

（二）研究展望

数字技术在组织中的运用为组织中情绪管理实践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未来应在现象驱动

与问题导向下重点关注数字技术与员工交互中的情感体验，探索如何缓解工作中数字技术使

用导致的消极情绪后果、如何激发员工的积极情绪，从而构建和谐的人与技术关系。本文对未

来研究提出以下四点展望。

1. 深化工作中数字技术使用与情绪的相互影响机制研究

首先，针对工作中数字技术使用对情绪的影响研究，根据情绪评价理论，员工对数字技术

的评价是多阶段、多维度的，员工还会根据自身的应对潜能、拥有的资源、掌控力等因素在对数

字技术的多级评价中形成离散情绪，包括成就情绪（如快乐）、挑战情绪（如兴奋）、威慑情绪（如

焦虑）、失落情绪（如愤怒）等（Beaudry和Pinsonneault，2010）。而情绪具有超越效价的特质，消

极情绪中的焦虑与愤怒，积极情绪中的快乐与兴奋又有所不同，离散情绪在愉悦感、确定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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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感等评价维度上的不同（Kranzbühler等，2020），导致了员工对于数字技术的卷入性、心理距

离、伦理准则的感知各不相同（Spekman等，2018）。然而，现有研究多采用单一的情绪评价维

度，多聚焦数字技术对员工而言是威胁或机会的二元视角，忽视了员工的应对潜能、资源和诉

求，这不利于充分揭示数字技术对情绪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跳出效价视角进一步细分情绪类

型，探究不同的认知评价维度及其影响因素导致的具体离散情绪，深化数字技术对员工情绪的

影响机制研究。

其次，针对情绪对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组织引入AI的根本目的是提升绩效并

获得竞争优势（Makarius等，2020），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消极情绪导致的技术滥用现象，但尚

未有研究关注员工情绪如何影响数字技术的使用效率和效果，特别是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根

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能拓宽个体的即时思维——行动范围，帮助个体“构
建”持久性资源（Fredrickson，2001）。因而，积极情绪能否通过对员工认知、行为的促进作用来

优化数字技术的使用效率，产生较高的技术使用后绩效？此外，虽然情绪是个体的主观体验，但

会受到组织情境因素的影响（Beaudry和Pinsonneault，2010），如群体规范、组织文化、情绪氛围

 

边界条件

数字技术

信息通讯技术（ICT）

理论视角

研究展望

员工情绪

人工智能（AI）

算法技术

·ICT使用时间
·不同ICT形式

·机器人AI
·虚拟AI

·技术接受模型（TAM）
·AI的设备接受模型

·深化工作中数字技术的使用与情绪的相互影响机制研究
·拓展研究层次，加强在团队/组织层次的探讨
·探索数智时代组织中情绪管理策略
·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情绪管理研究方法中的运用

·描述性算法
·控制性算法
·决策性算法

员工特征：边界控制、边界偏好、
工作—家庭平衡、手机依附程度；
STARA意识、对机器人拟人化的认
同程度；职业类型、专业知识
组织特征：“工作狂”社会文化；
决策类型、组织包容氛围
数字技术特征：ICT使用时间、ICT
使用内容；AI的拟人化程度、AI的
拟人性别；算法透明性、应用范围

理论视角：情感事件理论、情绪
评价理论、资源保存理论、边界
理论
中介变量：中断感、社会临场感

理论视角：心智认知理论、恐怖谷
理论
中介变量：认同感、信任感

理论视角：交易成本理论、工作
要求—资源模型
中介变量：工作自主性、公平感
可信度

积极情绪：快乐、
高兴、骄傲、愉悦、
享乐、兴奋

消极情绪：情绪衰
竭、焦虑、紧张、
内疚、孤独、愤怒、
生气、厌恶、尴尬、
抑郁、愤世嫉俗、
悲观、沮丧、担忧、
失望、恐惧、悲伤

 
图 1    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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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探究情绪对技术使用的影响机制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例如，较高的组织技术成熟

度（technological readiness）可能会缓解消极情绪的负面影响，强化积极情绪对数字技术使用的

促进作用。

2. 拓展研究层次，加强在团队/组织层次的探讨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员工个体对数字技术使用的情绪反应，但组织中不同层次的主体扮演

着不同角色，对于数字技术的情绪反应可能不同。例如员工和领导者对数字技术的采纳和接受

程度可能存在差异，领导者可能出于前瞻性和组织发展主动拥抱数字技术，而员工则可能是被

动接受新数字技术，进而导致不同的情绪反应，未来可以开展针对员工、领导、团队和组织的跨

层次研究。此外，当前学者们对于组织中情绪研究的探讨主要停留在个体层次，对群体层次和

组织层次情绪的探讨相对缺乏。事实上，情绪既可以是一种个体现象，也可以是一种集体现象，

例如情绪氛围（Liu等，2014）、情绪文化等（Ashkanasy和Dorris，2017）。个体与群体层次的情绪

存在较大差别，群体/组织层次情绪也不等同于群体中所有个体情绪的简单相加，其自身具有

独特的形成规律和影响效果（Bartel和Saavedra，2000）。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群体层次情绪比个

体层次情绪更值得重视（Ashkanasy和Dorris，2017）。Cheshin等（2011）发现虚拟团队中情绪传

染效应的存在，团队成员可以通过文字的虚拟沟通方式传递快乐或愤怒，同时导致坚决或灵活

的行为方式。但目前工作中数字技术使用与情绪相互影响在群体/组织层次的研究成果明显薄

弱。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加强关于数字技术使用与群体/组织层次情绪相互影响的探讨。

3. 探索数智时代组织中情绪管理策略

本文认为未来可以分别从组织、领导和员工的角度探索数智时代组织中情绪管理策略。首

先，从组织的角度，尽管现有研究提出一些应对策略来缓解数字技术对情绪的消极影响，但尚

未有研究揭示组织如何通过工作设计、组织文化、规章制度来解决。未来研究可以从组织的角

度探索应对数字技术消极影响的策略。例如，研究发现W_ICTs的影响取决于使用时间、强度、

策略（如关闭新消息提示音）（Butts等，2015；Park等，2020）。因此，未来可以通过纵向研究考察

员工W_ICTs适宜的使用时间、强度阈值以及使用策略，帮助组织建立W_ICTs的使用规范，缓

解W_ICTs对员工的消极影响。

其次，从领导的角度，尽管不少研究强调了将数字技术嵌入领导力研究的重要性，但相关

研究仍较为匮乏，诸多问题亟待解决（Wang等，2020a）。领导者的数字技术使用可能会自上而

下地影响团队的情绪氛围和下属的情绪状态（Parker等，2017；Wang等，2020a）。因此，未来研究

可以进一步探索领导者的数字技术使用如何塑造和影响团队与下属的情绪状态。例如，在虚拟

团队中领导者的掌控力可能变弱，员工长时间独自工作缺乏监督，而线上沟通缺失了语气、表

情等线索，导致沟通双方的信息传递、吸收出现偏差，又少了茶水间或午餐时的非正式交流，团

队信任和认同都会受到影响（Johnson等，2020）。因而，数智时代的领导应该如何利用数字技

术，弥补虚拟团队在情感和认知功能方面的障碍，维系团队的社会网络和情感链接，使员工保

持积极的情绪状态，促进更加情绪健康和高效的工作氛围，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

最后，从员工的角度，如何依托数字技术来识别和调节自身情绪是未来研究的重点。由于

数字技术扩展和丰富了情绪的传递媒介、调节方式和发生场景，员工的情绪调节手段呈现多样

化。例如，员工可以借助智能手机、社交网络、可穿戴设备等先进技术实时识别和调节自身情

绪。但现有研究对数字技术，尤其是先进技术如何调节员工情绪的考察相对有限。数字化情绪

调节（digital emotion regulation）即员工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如在线视频、浏览图片、游戏、音

乐、论坛）来调节情绪（Wadley等，2020），其在经典情绪调节过程模型（Gross，1998）的基础上，

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情绪调节的各个阶段：识别、选择、实施和监控（Wadley等，2020）。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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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员工如何凭借数字技术进行情绪调节，以在工作中保持积极情绪、提高幸福感和绩效

亟待未来研究的深入探讨。同时，未来研究应该重视情绪智力在工作设计中的作用。工作要求

包含认知和情感要求，数智时代的工作任务对于员工认知能力的要求在减少、情感要求则在上

升，情绪智力就成为数智时代影响工作设计的重要因素（Huang等，2019）。因此，未来研究应将

情绪智力纳入到工作设计的理论框架下，探究情绪智力如何协调人与技术的适应与协作，影响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工作设计，员工的情绪智力如何与机器智能协作以构建持久、稳定的行

动联合体。

4. 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情绪管理研究方法中的运用

已有学者呼吁数字化领域的组织管理研究应突破单一学科的范式，进行跨学科的合作与

交流（张志学等，2021；罗文豪等，2022；刘善仕等，2022），我们认为数智时代的情绪管理研究需

要整合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多学科理论视角发现研究问题，并在研究方法

上突破传统，尝试采用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智能可穿戴设备、计算机视觉技术、虚拟现实等技术

丰富和拓展情绪管理研究。

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情感分析技术能够对特定情感反应进行有效识别与数据挖掘

（张宗新和吴钊颖，2021）。在群体情绪的研究中，情感分析技术实现了大规模群体情绪的自动

检测，可以基于大数据构建情绪指数作为情绪氛围的表征，还能提取情绪的群体动力学特征，

将情绪产生的个体、时刻、空间距离等指标纳入计量模型，实现对情绪传染机制的量化（胡心约

等，2022）。Min等（2021）采用最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从156万条Twitter文本中提取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各州公众居家工作时的日常情绪状态，揭示了疫情期间居家工作者

的情绪变化轨迹。采用智能便携设备的经验取样法，能在多时点收集员工的即时反应，还可以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控制取样的时间间隔和场景，增加取样的灵活性和随机性（Bettis等，

2022）。例如，采用微流体取样技术的柔性材料可以通过生物传感实时动态收集和监测生物体

液，比如与抑郁、压力等情感反应相关的促炎细胞因子，通过分析生理数据全方位动态捕捉人

的情绪状态（Wang 等，2020b）。此外，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技术帮助研究者利用智能

手机、运动相机的摄像头捕获图像和音频，从人的眼神、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动作中检测情

绪，配合其他辅助设备和特定算法提供丰富的研究证据（Kosch等，2020）。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将计算机图形与感官体验相结合，创造一个允许人互动和参与现实世界的虚拟环

境（Bettis等，2022）。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研究人员可以直接控制和调整情绪环境，最大限度地

模拟现实情境（Bettis等，2022），捕捉人最真实的情感反应和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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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 reshaping employees’ work and life, emotion management in
organizations is confronting with great challeng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employee emotions. Firstly, it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fluence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I and algorithmic technology) on employee emotions.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igital technologies on
employee emotion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mployee motions on their acceptance an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irdly, it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employee emotions. Finally,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deepening
research on the mutual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t work and employee
emotions, expanding the research level, investigating more emo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at work in
the digital era,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emo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so as to inform and inspi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emotion management at work in the digital
era.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study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employee emotions,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on how to cultivate emotionally healthy employees and efficient organizations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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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澄宇）

 

15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6卷第6期）

http://dx.doi.org/10.1037/apl0000834
http://dx.doi.org/10.1080/20479700.2018.1498220
http://dx.doi.org/10.1037/ocp0000325

	一 引　言
	二 工作中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三 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四 算法技术的使用对员工情绪的影响
	五 不同数字技术影响员工情绪的异同
	六 组织中的情绪对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
	七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